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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成本与匹配机制对个体知情
捐赠的正向影响

罗 俊 俞卢炳 林晏清*

:本文基于慈善组织声誉信息价值与获取成本的权衡,通
过实验方法考察信息成本与匹配机制对个体知情捐赠行为的影响,检
验了匹配机制在知情捐赠中的促进作用。结果显示,信息成本与知情

捐赠选择呈负相关,但为信息付费的行为能提升捐赠意愿。匹配机制

虽能提高知情选择概率并强化信息成本的作用,却对捐赠金额存在挤

出效应。此外,匹配机制能增强慈善组织声誉对捐赠的拉动作用,缓
解高信息成本的抑制效果。本文为提升公众对慈善组织的信任、促进

小额捐赠提供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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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慈善事业作为第三次分配的重要形式,在促进共同富裕、完善社会保障体

系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当前,我国第三次分配主要以企业为主(彭飞和范子英,

2016;山立威等,2008;许年行和李哲,2016)。为提升第三次分配的质量,应引

导其由企业主导模式向全民参与模式转型,这不仅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实

践路径,也是我国慈善事业的发展趋势(赵新峰和程世勇,2023)。目前我国慈

善组织接受的捐赠总额中,个人捐赠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① 一方面,从经济保

障视角来看,居民的捐赠能力与其面临的未来不确定性密切相关。根据Linetal.
(2025),较弱的社会保障体系会促使个人进行更多的预防性储蓄以应对未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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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施惠基金会(GivingUSAFoundation)的年度报告显示,2024年美国慈善机构共收到5925

亿美元的捐款,占当年GDP总额的2.0%,其中个人捐赠占比最高,达66%。而《中国慈善捐赠2025》显
示,2024年度中国公益慈善组织系统接受慈善捐赠总额为1324.58亿元,仅占当年GDP总额的0.10%,
同时仅有24.33%来自个人捐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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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风险,从而减少可用于慈善活动的资金。另一方面,从制度与信任视角来

看,慈善组织的透明度与公信力是驱动捐赠的关键。频发的慈善信任危机事件

(如2011年“郭美美事件”),以及慈善组织信息透明度不足,使得公众对慈善机

构的信任程度大幅降低。中国发展简报的一项研究调查发现,近70%的被调查

者表示曾经历过捐款诈骗事件,约58%的被调查者表示,这些经历会让他们质

疑未来的慈善捐赠。① 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慈善组织的监管不力、信息披

露不透明,导致公众难以了解捐款去向,从而抑制了捐赠意愿。对于民众关于

慈善业的“信任危机”,张衡和张吉鹏(2025)研究发现,旨在加强监管、重构社会

公信力、强化法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的颁布,对促进社会信任程度较

低的家庭的慈善捐赠数额有显著效果。因此,提升慈善组织透明度、重建公众

信任,是促进个人捐赠、推动慈善事业发展的关键。在目前未存在有效手段以

完善第三方机构对慈善组织的监管和提升慈善组织的透明度的背景下,寻找有

效的信息类型和机制,以激发个体主动进行知情捐赠(informeddonation)是解

决该问题的一个有效措施。
知情捐赠是指捐赠者在充分了解捐赠对象和捐赠用途的基础上做出的捐

赠决策。国内外大量研究表明,知情捐赠可以有效助推个人捐赠(Karlanand
Wood,2017;MetzgerandGünther,2019;ButeraandHorn,2020)。然而,国
外咨询公司HopeConsulting的一项调查显示,85%的捐赠者非常注重知情捐

赠,但只有35%的捐赠者会主动进行知情捐赠。② 其主要原因就是捐赠者主动

获取信息会带来信息成本(informationcost),这阻碍了部分人进行知情捐赠

(KrastevaandYildirim,2013;MitchellandCalabrese,2020)。在我国,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和相关法规,慈善组织会在官方网站、年报或指定的

民政部门信息平台上,公布包括年度工作报告、财务会计报告、募捐情况和慈善

项目实施情况的慈善信息。但是,这些信息存在来源闭塞、获取过程琐碎、解读

门槛高昂等一系列问题。鉴于国内较低的收入水平和慈善组织声誉问题,人们

对高昂的信息获取成本更为敏感,从而导致知情捐赠的意愿相对较低。
信息成本作为一种认知成本,在个体决策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关于

信息成本对知情捐赠影响的研究中,KrastevaandYildrim(2013)在离散公共品

博弈背景下,通过在贝叶斯均衡模型中纳入信息成本维度,假设个体是否购买

信息取决于其价值和成本,认为信息成本越低,个体进行知情捐赠的可能性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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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s/2015/06/Money20for20Good_Final.pdf,访问时间:2026年4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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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这一结论后续也被更多的理论研究者证明(KrastevaandYildirim,2016;

MitchellandCalabrese,2020)。在实验研究方面,研究发现受捐者的信息、信
息成本、信息类型等均会影响人们的捐赠决策(FongandOberholzer-Gee,

2011;Null,2011;MetzgerandGünther,2019)。在此基础上,Mitchelletal.
(2026)研究发现,当信息成本可能由他人承担时,捐赠人的行为会更倾向于获

取和使用关于慈善组织的声誉绩效信息,变得更加理性。
慈善组织的声誉,即与组织本身的特性和行为相关的组织属性信息,是影

响捐赠者决策的重要因素。声誉良好的慈善组织,通常具有较高的问责性、可
靠性和透明度,能够增加潜在捐赠者对慈善组织的信任。慈善机构质量信息的

披露能够通过影响捐赠者对慈善产出的感知,进而影响其捐赠意愿和行为

(ButeraandHorn,2020)。影响慈善产出感知的因素包括慈善组织的管理费

用和质量认知等因素(Gneezyetal.,2014;Meer,2014;Charlesetal.,2020;

Adenaetal.,2019;KarlanandWood,2017)。在关于慈善组织质量信息对个

体捐赠行为的影响方面,已有研究以组织财务质量信息(Gneezyetal.,2014;

Charlesetal.,2020)和官方认证信息(Adenaetal.,2019;KarlanandWood,

2017)为主,较少研究慈善组织声誉信息的影响(GrantandPotoski,2015)。在

少数关注声誉信息的研究中,Pengetal.(2019)发现财务效率、媒体知名度和社

会公信力都会影响捐赠。袁诚等(2021)从私人供给对公共供给影响的视角来

研究捐赠对税收激进行为的影响,发现当引入媒体的监督与曝光时,捐赠能够

降低企业的税收激进程度。而与本文密切相关的研究是张吉鹏等(2025),他们通

过实验室实验,测度被试在不同风险状态下的捐赠意愿及其与慈善组织声誉和披

露方式的关系,发现被试对声誉较高组织的捐赠意愿显著高于声誉较低的组织。
既有研究表明,个体捐赠决策的形成机制具有多维特征:首先,捐赠行为本

质上构成对慈善组织信息集的优化选择过程,其中,体现组织质量的声誉作为

低成本高效率的信息载体,能够有效缓解捐赠者信任危机并降低决策不确定性

(KarlanandWood,2017;MetzgerandGünther,2019;Charlesetal.,2020)。
其次,捐赠者是否选择知情捐赠本质上构成一个信息价值与获取成本的权衡过

程,当边际信息成本超过预期效用时,非知情捐赠将成为理性选择(Barberetal.,

2021)。在此背景下,匹配机制(MatchingMechanisms)作为一种创新型捐赠激

励机制,其作用不仅在于直接增加捐赠规模,更在于通过一种信息增值效应影

响捐赠者的决策。在这一机制下,第三方机构按预设比例对捐赠者初始捐赠额

进行资金配比,从而形成更大的组合捐赠资金流向受益对象。国内外学者普遍

证实了匹配机制对捐赠行为的积极影响,但也指出其影响效果的复杂性和机制

多样性(MeierandFrey,2004;KarlanandList,2007、2011;HuckandRasul,

2011;AdenaandHuck,2022;罗俊等,2021;许彬等,2025)。当考虑匹配机制对

信息价值的提高作用时,KrastevaandYildirim(2013)提出,匹配机制使得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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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价值相对于成本更高,放大了知情捐赠的优势,从而激励更多个体承担信息

成本,不仅能刺激捐赠金额的增加,还能提高个体选择知情捐赠的可能性。
在上述背景下,本文通过实验经济学方法,探究信息成本和匹配机制的引

入会如何影响个体的知情捐赠选择行为,以及慈善组织声誉在其中的影响。根

据信息成本的高低和是否提供匹配机制等两个维度,进行了2×2的实验局设

计,同时设置了无信息成本的2个基准实验局作为对照,共计6个实验局,考察

获取慈善组织声誉信息成本不同时,会如何影响个体的知情捐赠选择和捐赠水

平。研究结果表明,第一,信息成本与知情选择之间呈现负相关关系,成本越

低,个体知情选择的概率越大;在高信息成本下,匹配机制的引入可以提高知情

选择的概率。第二,当信息成本较低时,被试的知情捐赠额和捐赠比例更高,匹
配机制的存在使这一效果更加显著。同时,若个体需要为信息支付成本,其捐

赠意愿会提升。匹配机制的引入提高了个体知情选择的概率,但是对个体知情

捐赠额存在挤出效果。第三,慈善组织的声誉和捐赠比例之间呈正相关关系,
慈善组织声誉越高,捐赠比例越大。该现象在高信息成本下被削弱,且随着匹

配机制的引入,这一现象进一步增强。
相较于以往研究,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第一,深入探究了获取慈善组织声

誉信息存在不同成本时对个体捐赠行为的影响,丰富了现有研究;第二,利用实

验方法检验了匹配机制在提升信息价值、促进知情捐赠方面的作用;第三,在国

内慈善环境下,探讨了慈善组织声誉信息的披露对个体捐赠行为的影响,为提

升我国公众对慈善组织的信任、促进小额捐赠提供了理论依据。

二、实验设计与实现

(一)实验设计

本文研究目的是探索在获得慈善组织相对声誉的背景下,信息成本和匹配

机制对个体知情捐赠选择的影响。具体而言,实验设计围绕以下3个问题展

开:①信息成本的存在及变化对个体知情捐赠选择的影响;②匹配机制的引入

对个体知情捐赠选择的影响;③个体是否会对相对声誉更好的慈善组织更加慷

慨。为回答上述研究问题,我们一方面借鉴张吉鹏等(2025)关于慈善组织的选

取,另一方面也与现实中每年透明慈善公益基金会榜单等权威排名或互联网相

关排行榜相对应,选择了4个具有代表性的真实的慈善组织作为受捐赠对象,
分别是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壹基金、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这些组织的规模、性质、背景和声誉均有不同。①

① 关于慈善组织的介绍具体见附录Ⅰ。限于篇幅,附录未在正文列示,感兴趣的读者可在《经济

学》(季刊)官网(https://ceq.ccer.pku.edu.cn)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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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实验前,我们完成4场前置实验,以获得被试对不同慈善组织声誉的

排名。每场实验中只给被试披露其中一个慈善组织的名称和宗旨,要求被试对

该组织做出声誉评价(1—11分,分数越高代表被试对该组织的声誉印象越好)。
被试在前置实验中关于4个慈善组织的声誉得分和相应排名具体如表1所示。

表1 慈善组织的声誉得分和排名

慈善组织 分数 排名 被试数

壹基金
6.393
(2.114)

4 28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6.933
(1.574)

3 30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
7.300
(2.638)

2 20

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
8.357
(2.614)

1 28

根据表1,壹基金的声誉排名最低,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的声誉排名最高,
且二者差异显著(Mann-WhitneyU检验,p=0.001,z=-3.422)。本文前置实

验的实施参考了相关文献(Landryetal.,2006;Soetevent,2011;张吉鹏等,

2025)的做法,即使用独立研究来测度慈善组织声誉,并将其结果应用于后续实

验设置。在前置实验中声誉排名的基础上,我们根据信息成本的高低和是否提

供匹配机制等两个维度进行了2×2的实验局设计,同时设置了信息免费公开

的2个基准实验局,共计6个实验局,采用被试间(between-subjects)设计。
在6个实验局中,I1和I2为免费公开慈善组织名称的基准实验局。在这

两个实验局中,先根据前置实验中的声誉评价结果,向被试呈现4个慈善组织

的相对声誉排名,同时被试也会免费得到其捐赠对象的名称,随后被试进行捐

赠决策。其中I1为高声誉实验局,所有被试的捐赠对象均为相对声誉排名第一

的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I2为低声誉实验局,所有被试的捐赠对象均为相对声

誉排名第四的壹基金。通过对比I1和I2,可以得到慈善组织声誉水平对被试

知情捐赠决策的影响。
其他实验局中,被试均需要支付信息成本获得慈善组织名称。I3和I4为

没有匹配机制的实验局。本文参考FongandOberholzer-Gee(2011)的设计,先
为所有被试呈现4个慈善组织的相对声誉排名。但与I1和I2不同,被试并不

知道其捐赠对象具体为哪个慈善组织,只知道各有50%的概率为相对声誉排名

最高的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和相对声誉排名最后的壹基金。被试可选择支付

一定金额来获取捐赠对象的名称,也可选择不支付来进行一次盲捐。其中I3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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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信息成本实验局,信息成本为1元;I4为低信息成本实验局,信息成本为0.5
元。① 通过对比I3和I4,可获得信息成本的高低对个体知情捐赠决策的影响。

I5和I6为引入匹配机制的实验局,除存在1︰1的匹配补贴外,其余设置

分别与I3和I4相同。② 通过对比I3、I4和I5、I6,可以分析匹配机制对个体知

情捐赠决策的影响。

(二)实验实施

本文实验共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真实努力任务。该任务中被试需完

成一份耗时10分钟的问卷,问卷内容与后面的捐赠内容无关。问卷完成后,被
试立即获得20元收益。真实努力任务的问卷为依据美国东卡罗莱纳大学心理

学专业的 MBTI-G版本(量表版本:1998-N)改编而来的职业性格测试,该测试

是目前国际应用最为广泛的职业人格评估工具之一,共包含93个问题。
第二阶段为捐赠任务。③ 该任务中,被试将获得本次捐赠的信息。随实验

局设置的不同,被试会获得所属实验局中关于慈善组织名称、宗旨或相对声誉

排名的信息,并基于在第一阶段中获得的20元收益,进行捐赠决策。本阶段

中,会汇总被试的捐赠决策,并根据实验局设置,由程序进行金额匹配,在实验

结束后捐给相应的慈善组织。
第三阶段为测试任务,包括风险偏好测试和捐赠动机测试。其中风险偏好

测试参考了Binswanger(1980)提出的多元价格序列法,被试进行4轮决策,每
轮可在5个不同的风险 收益组合中选择。决策结束后,程序随机抽取1轮开

奖,决定被试收益。被试的风险偏好范围从1到5,数字越大,越偏好风险。随

后的捐赠动机测试包括纯粹利他动机、光热动机④以及慈善影响动机等三方面。
具体地,纯粹利他动机与光热动机的测量采用Hartmannetal.(2017)提出的标

准量表,慈善影响动机的量表评估则参照CarrollandKachersky(2019)。⑤ 被

试完成该测试可以获得5元收益。我们根据被试在每一个量表中的选择,计算

①

②
③
④

⑤

在设定具体信息成本之前,我们参考了国内关于慈善捐赠的实验研究,其中罗俊等(2019)的研

究中,参与捐赠的被试平均捐款额在12.86—18.65元之间;罗俊等(2021)的研究中,被试的慈善捐赠额

与初始禀赋的比值集中在11%—20%之间;许彬等(2025)的研究中,被试的平均净捐赠额在4.49—6.12
元范围内。可以发现,上述研究中被试的捐赠额普遍较低。鉴于本文设计中,被试通过完成问卷获得的

报酬为20元,因此,我们预估其对慈善组织的捐赠额主要集中在10元以内(在本文数据分析阶段可见,
各实验局中被试的平均捐赠额在2.342—5.458元之间)。在这一判断基础上,我们将购买慈善组织声誉

信息的成本设为0.5元和1元,认为这应是较为合理的信息成本设定。对于更详细的信息成本设定论

证,具体见附录Ⅱ。
对于不同匹配比例的作用效果分析,具体见附录Ⅲ。
捐赠任务和测试任务为正式实验任务,具体实验说明示例见附录Ⅳ。
光热动机指个体会因为捐赠这一助人行为获得愉悦和满足感,而并不关注自己的行为对受捐者

福利的具体影响。
所有被试在完成风险偏好测评后,依次填写包含上述三类动机的量表问卷,量表均采用7点计

分方式。通过计算各被试在三个维度上的平均得分,并据得分占比判定其主导捐赠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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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纯粹利他得分、慈善光热得分和慈善影响得分,之后按照平均复合计算的方

式,得出每个动机的占比。
本文正式实验于2024年4—5月及2025年7月在浙江财经大学经济行为

与决策研究中心的实验室进行①,实验利用z-Tree编写(Fischbacher,2007),共
进行22场,总计482人参加,向慈善组织捐赠善款累计超过1000元。所有实

验局中被试平均报酬为30元,由出场费、真实努力任务、捐赠金额和2个测试

中的收益决定,在实验结束后统一发放,部分实验场次捐款支付记录见附录Ⅵ。

三、理论分析与预测

基于Altmannetal.(2019)的默认值模型和许彬等(2025)的相关理论假

设,本文引入声誉信息构建捐赠模型,并结合个体的捐赠动机辅助理解。
已有研究发现,人们不同程度上持有纯粹利他、非纯粹利他(光热效应)、非

纯粹利他(慈善影响)等三种内在捐赠动机(Becker,1974;Andreoni,1989;

Duncan,2004)。其中,纯粹利他动机捐赠者聚焦受益群体的福利增量,以社会

总捐赠为衡量标准;受光热动机支配的捐赠者则强调捐赠行为本身,仅以名义

捐赠作为行动依据;基于慈善影响动机的捐赠者关注其行为的实际社会效果,
以个人净捐赠为决策基准。根据这一定义,光热动机者仅关注捐赠的实际付出

而非慈善产出。本文中慈善组织声誉信息的引入、声誉信息成本和匹配机制均

作用于慈善产出的改变,因此光热动机者的捐赠决策不受以上设置的影响,故
本部分仅针对其他两种捐赠动机群体考虑其捐赠行为变化。

综合以往个人捐赠相关研究和现实中的捐赠行为表现,本模型存在以下三

点基本前提条件:第一,个人不捐赠时存在初始收益带来的正效用;第二,个体

捐赠前会根据已有信息在主观上对慈善产出做出感知;第三,是否有慈善组织

声誉信息对捐赠参与率影响不大。其中,第二点是指个体的捐赠决策依赖于对

慈善产出的主观评估;第三点基于对现实中捐赠行为的观察,将“是否捐赠”和
“如何捐赠”进行区分,认为人们“是否捐赠”的决定更多地取决于其他因素,比
如对慈善需求的感知、是否被请求捐赠、利他偏好等;而声誉信息主要影响的是

捐赠者“如何捐赠”的行为(BekkersandWiepking,2011)②。该前提使本文模

①
②

本文使用学生被试进行实验,对于样本有效性的分析具体见附录Ⅴ。
BekkersandWiepking(2011)总结并提出了驱动慈善捐赠的八大机制,根据它们在典型捐赠行

为中发生的先后顺序,分别为需求意识(awarenessofneed)、劝募(solicitation)、成本与收益(costsand
benefits)、利他(altruism)、声誉(reputation)、心理收益(psychologicalbenefits)、价值观(values)、效能感

(efficacy)。其中“劝募”是指一种主动发起的、旨在促成捐赠的行为,绝大多数的捐赠行为都是对于劝募

的回应(Bryantetal.,2003;Bekkers,2005;WiepkingandMaas,2009)。声誉信息主要通过降低信息

成本、增加捐赠者对慈善产出的感知收益来影响决策,但它更多地影响捐赠金额和对慈善组织的选择,而
不是决定是否捐赠的根本驱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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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更聚焦于分析信息对知情捐赠行为的影响。

(一)无慈善组织声誉信息

基于Altmannetal.(2019)的默认值模型,无慈善组织声誉信息时的捐赠

效用函数如下:

U= E-x( ) + ρx-
x2

2
æ

è
ç

ö

ø
÷ , (1)

其中,E E >0( ) 为初始禀赋,x x≥0( ) 为捐赠额,ρρ≥1( ) 是衡量个人慷

慨程度的指标。效用U 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自留金额的效用,第二部分

为捐赠带来的效用。对效用函数整理可得:

U=-
x2

2 + ρ-1( )x+E.

对x 求一阶导数,得到:

U'x=-x+ ρ-1( ) ,

令U'x=-x+ ρ-1( ) =0,可得捐赠者的最优捐赠x*= ρ-1( ) 。

由于个人只能使用初始禀赋进行捐赠,因此0≤ ρ-1( ) ≤E ,故ρ的取值

范围为 1,E+1[ ] 。当ρ>1时,捐赠 ρ-1( ) 为正,是最优的,我们称这部分

人为慷慨的人;当ρ=1时,不捐赠是最优的,我们称这部分人为不慷慨的人。
根据模型假设,个体捐赠前会根据已有信息在主观上对慈善产出做出感

知,由于慈善产出和捐赠价格是同种含义的不同两面,因此为了行文方便,我们

假设捐赠者在捐赠前根据已有信息得出了关于捐赠价格(givingprice)的感知

P=aa≤1( ) ,则在最优捐赠下,慈善产出g*=Px*=ax* 。

(二)有慈善组织声誉信息

慈善组织声誉信息的披露让捐赠者可以更高效地做出捐赠决策,降低了他

们在信息搜寻和信任建立上所需付出的额外成本,这等同于降低了他们的捐赠

机会成本,提高了捐赠效率。正如Duncan(2004)所指出的,无论是出于纯粹的

利他主义还是追求慈善的社会影响,捐赠者都高度关注捐款的实际效果。声誉

信息的存在使捐赠者能够更好地预判捐赠的最终效用,减少了因“错选”低效慈

善组织而导致的捐款效果不佳的风险。这种风险的降低导致个体对慈善组织

的捐赠价格感知发生积极变化。因此,对于存在捐赠价格感知的个体,引入慈

善组织声誉信息是好消息,该信息的引入会使得个体感知到捐赠价格下降。将

下降的比例记为r,则相比未引入信息的情况,此时个体感知到的捐赠价格P=
1-r( )a。

声誉信息的引入改变了捐赠带来的效用,即式(1)的第二部分。考虑到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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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捐赠动机影响其对捐赠价格的感知,对于纯粹利他动机者和慈善影响动机

者,感知到的捐赠价格P 的下降会引发两种效应(ButeraandHorn,2020):首
先是收入效应,P 下降时,实现自身锚定的捐赠目标所需的实际捐赠额也随之

减少,产生捐赠的挤出;其次是替代效应,在P 下降的刺激下,单位捐赠的相对

效用提升,使得捐赠者上调自身捐赠,以期获得更大的慈善影响或更高的利他

满足感。我们记单位捐赠的相对效用提升所获得的边际效用增加为μi ,因此,
对于纯粹利他动机者和慈善影响动机者来说,他们的捐赠效用函数为:

U=E-x+ ρix-
x2

2
æ

è
ç

ö

ø
÷+μix, i=1,2,

其中,μi= ai- 1-r( )ai[ ]θi=raiθi≥0;θi 表示替代效应对个人效用的影

响程度,本模型中设定其为一个常数且为正。当无任何信息介入时,r=0,θi=
0,所以μi=0。

因此,引入慈善组织的相关声誉信息后,纯粹利他动机者和慈善影响动机

者的最优捐赠x* 如下:

x*=ρi-1+μi, i=1,2. (2)

由式(2)可以看出,当公开慈善组织的相关声誉信息后,相比于无任何信息

公开的情形下,个人的最优捐赠增加μi ,因此可以得到假设1。

假设1 慈善组织声誉信息的引入会提高纯粹利他动机者和慈善影响动机

者的捐赠额。

(三)引入信息成本

根据KrastevaandYildirim(2013),当存在内生性信息且信息获取存在成

本约束时,个体将通过预期信念更新产生的信息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进行理性

权衡。此时,知情捐赠决策的形成机制可表述为:若信息的预期效用(即信息价

值与获取成本的差值)为正,个体会选择信息获取行为;反之,当信息边际收益

不足以覆盖边际成本时,个体将维持信息非对称状态下的捐赠决策模式。
假设信息的成本为kk≥0( ) ,当信息为慈善组织声誉时,个体购买信息会

在主观上产生捐赠价格的预期变化r􀮨 ,因此其知情捐赠产生的最优效用为

UI r􀮨,a( ) ;而不知情捐赠所产生的最优效用则为UU(a);由此,信息的价值V=
UI-UU 。当V >k时,个体会选择购买信息进行知情捐赠;而当V ≤k时,个
体会选择不购买信息进行不知情捐赠。

根据上文所讨论的结果,对于纯粹利他动机者和慈善影响动机者来说,可
以得到当个体得知其捐赠的慈善组织的声誉时,其最优捐赠x*=(ρi-1+μi),

i=1,2。带入效用函数方程,得到纯粹利他动机者和慈善影响动机者知情捐赠

下和不知情捐赠下的最优效用分别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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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I =E+ ρi-1+μi( ) 2

2
, i=1,2;

UU =E+ ρi-1( ) 2

2
, i=1,2.

从而得到信息的价值:

Vi=UI
i -UU

i =μi ρi-1( ) +μ2

2
, i=1,2.

因此,可以得到存在信息成本情形下,个体购买信息的条件:

μi ρi-1( ) +μ2

2 >k, i=1,2.

所以,信息成本的存在会降低出于纯粹利他动机者和慈善影响动机者的知情

捐赠。
由于本模型假设是否有声誉信息对捐赠参与率影响不大,信息成本k 的变

化并不会影响个体最优捐赠的选择,只会影响个体购买信息的决策(即知情决

策)。因此,个体是否购买信息即个体选择知情或不知情,取决于信息价值V 与

信息成本k的相对大小。当信息成本k 增大时,在相同信息价值下,个体将减

少知情选择的概率;反之,当信息成本k 下降时,在相同信息价值下,个体将增

加知情选择的概率。综上,可以得到假设2。
假设2 纯粹利他动机者和慈善影响动机者是否进行知情选择取决于信息

的价值相对于信息成本的大小:信息成本增加,知情选择的比例下降,反之则会

上升。

(四)引入匹配机制

匹配机制的引入同样会导致P 的下降。令匹配补贴率为m ,m ≥0。

对于纯粹利他动机者和慈善影响动机者,同样假设引入信息造成的预期捐

赠价格变化比例为r􀮨 。在引入匹配机制后,捐赠价格进一步下降,具体为:

P=
1-r􀮨( )

1+m( )
a.

此时,个人的捐赠效用函数为:

U=E-x+ ρix-
x2

2
æ

è
ç

ö

ø
÷+μix, i=1,2.

但此时μi 发生了变化,具体为:

μm
i = 1-

1-r􀮨( )

1+m( )

é

ë
êê

ù

û
úúaθi. (3)

由式(3)可以看出,相比于无匹配机制下的ui ,μm
i >ui 。而根据上文的

讨论,可以得到引入匹配机制下纯粹利他动机者和慈善影响动机者的最优捐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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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ρi-1+μm
i( ) ,i=1,2。同理可以得到在引入匹配机制下,个体是否选择

知情前后的效用差值:

Vm
i =μm

i ρi-1( ) +μ2

2
, i=1,2.

由于μm
i >ui ,因此Vm

i >Vi ,信息价值的效用被放大,捐赠效率得到提

高。因此当信息成本k一定时,匹配机制的引入促进了知情选择的概率。由此

可以得到假设3。
假设3 对于纯粹利他动机者和慈善影响动机者,匹配机制的引入提升了

信息的价值,促进了知情选择的比例。

四、数 据 分 析

(一)平衡性检验与捐赠动机分析

本实验各实验局的人口统计学数据见附录Ⅶ表Ⅶ1,除了一般的人口统计

学特征,如性别、年龄、是否为学生干部、成绩、是否来自城镇、收入水平、消费水

平、是否做过实验、个体风险偏好等,还包括与本文捐赠对象相关的变量,如是

否了解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和是否了解壹基金。附录Ⅶ表Ⅶ1数据显示,各实

验局之间变量分布都较为均匀。由于本实验采用了被试间设计,因此本文对被

试在各个实验局中是否满足随机性进行检验。我们借鉴Chenetal.(2017)和许

彬等(2025)的方法检测被试特征在实验局之间是否存在差异,见附录Ⅶ表Ⅶ2。
结果显示,绝大多数特征变量在各个实验局之间都表现相似,仅有极个别变量

在不同的实验局之间具有显著性差异,实验满足随机性要求。
根据前面的理论分析与预测,个体捐赠行为往往由三类内在动机驱动。基

于此,本文对被试的内在捐赠动机类型进行了识别与测度,见表2。根据前文,
光热动机者仅关注捐赠的实际付出而非慈善产出,而本文中慈善组织声誉信息

的引入、声誉信息成本和匹配机制等均作用于慈善产出的改变,因此光热动机

者的捐赠决策不受以上设置的影响,于是在表2中我们将关注捐赠实际效果的

纯粹利他动机和慈善影响动机合并统计。数据显示,各实验局中,纯粹利他动

机和慈善影响动机普遍占主导地位,光热动机为主占比①的情况均低于10%。
因此,在整体样本中,被试更加关注慈善捐赠的实际效果,也证明了本文理论部

分的可靠性。

① “光热动机为主占比”是指光热动机在捐赠动机中占比大于等于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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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不同实验局中各个主要捐赠动机占比

实验局 光热动机为主占比
纯粹利他动机和慈善

影响动机为主占比
样本量

I3 6.98% 93.02% 86

I4 9.52% 90.48% 84

I5 5.68% 94.32% 88

I6 8.05% 91.95% 87

(二)信息成本和匹配机制的影响效果分析

1.信息成本和匹配机制对知情选择的影响

我们对不同信息成本和匹配机制设置下各实验局中被试的知情选择行为

进行分析,见表3。表中结果显示,当考虑信息成本对知情选择的影响时,I4(低
信息成本)中被试购买信息的比例显著高于I3(高信息成本)(Mann-WhitneyU
检验,p=0.000,下同);当考虑匹配机制的影响时,I5中被试购买信息的比例显

著高于I3(p=0.000)。可见高信息成本对被试知情选择行为的削减非常显著,
但降低信息成本和引入匹配机制等两种方式均能有效缓解这一情况,与假设2
一致。而匹配机制的引入在不同信息成本下的作用效果不同,只在高信息成本

下有促进知情选择的作用,与假设3不完全一致。

表3 不同信息成本和匹配机制设置下各实验局中知情选择统计

实验局 变量 选择购买数量 样本量 占比

I3 知情选择 13 86 15.12%

I4 知情选择 37 84 44.05%

I5 知情选择 35 88 39.77%

I6 知情选择 33 87 37.93%

进一步地,我们将不同的信息成本水平和匹配机制引入情况作为核心解释

变量,控制被试的个人特征,构建Probit模型,以个体是否选择购买信息作为被

解释变量,用以探讨影响知情选择行为的主要因素。回归模型设定如下:

P BuyInformationi( ) =φ
C+β1InformationFeei+β2Matchi+

β3InformationFeei×Matchi+γXi+εi

æ

è
ç

ö

ø
÷ .(4)

式(4)的左边表示个体i购买信息的行为,为01变量,若被试做出购买决

策则取值为1,不购买则取值为0。右边变量InformationFeei 若为高信息成本

水平则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变量 Matchi 若存在匹配机制则取值为1,否则

取值为0。此外,还加入了被试的性别、年龄以及是否为城市户口等控制变量,
这些变量在上文已进行平衡性检验。φ ·( ) 表示标准正态函数,我们计算了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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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面的聚类标准误差,具体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

表4 是否购买信息的回归分析

解释变量 系数 标准差 边际影响

InformationFee -0.989*** 0.223 -0.331

Match -0.176 0.195 -0.059

InformationFee×Match 1.019*** 0.297 0.341

性别 0.213 0.164 0.071

年龄 0.119*** 0.032 0.040

是否城市户口 0.186 0.126 0.062

常数项 -2.909*** 0.680

样本 345

pseudoR2 0.089

  注:***、**和*分别代表该结果在1%、5%和10%水平上显著,下同。

由表4可见,在控制其他相关因素后,提高信息获取成本显著降低被试购

买信息的概率,而此时匹配机制的存在则显著提高这一概率。
综上,可得结论1:
结论1 信息成本与知情选择之间呈现负相关关系,成本越低,个体知情选

择的概率越大;在高信息成本下,匹配机制的引入可以提高知情选择的概率。

2.信息成本和匹配机制对知情捐赠的影响

在本文实验设计中,信息成本约束引致个体捐赠决策面临预算配置权衡。
为此,我们构建捐赠比例这一观测指标,将其定义为个体实际捐赠额占初始捐

赠禀赋的比重,用以捕捉财富效应作用下的边际决策响应。各实验局中捐赠额

和捐赠比例的情况见表5。

表5 捐赠额和捐赠比例的描述性统计

实验局 信息成本 匹配机制 声誉信息 捐赠额(元) 捐赠比例

I1 无 无 有(高)
5.458
(6.275)

27.29%

I2 无 无 有(低)
3.011
(3.588)

15.06%

I3 1元 无

有
4.308
(4.328)

22.67%

无
2.342
(3.509)

1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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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实验局 信息成本 匹配机制 声誉信息 捐赠额(元) 捐赠比例

I4 0.5元 无

有
5.324
(3.637)

27.30%

无
3.011
(4.126)

15.06%

I5 1元 有

有
3.062
(5.095)

16.11%

无
2.764
(3.765)

13.82%

I6 0.5元 有

有
4.258
(4.607)

21.83%

无
3.080
(3.898)

15.40%

  注:括号内数值为标准差。

表5中数据显示,与假设1预测一致,在各实验局中,被试知情时在捐赠额

和捐赠比例上的表现均好于不知情捐赠,且在无匹配机制的I3和I4中效果显

著(I3:p=0.035,p=0.013;I4:p=0.002,p=0.000)。考虑信息成本对知情捐

赠的影响,当信息成本较低时,被试的知情捐赠额和捐赠比例更高,匹配机制的

存在使这一效果更加显著(I5vs.I6:p=0.045;p=0.085);考虑匹配机制对知

情捐赠的影响,若无匹配机制存在时,被试的知情捐赠额和捐赠比例更高,高信

息成本下这一效果更加显著(I3vs.I5:p=0.066;p=0.066)。
我们关注个体在付出信息成本后的行为变化,特别是这种行为变化是否会

影响其捐赠行为。通过对比I3、I4中知情捐赠额和I1、I2中知情捐赠额大小可

发现,在同样获得声誉信息且没有匹配机制的情况下,支付信息成本后,个体的

捐赠额几乎均高于不支付信息成本时。但是,知情捐赠额的提高效果随着信息

成本的提高而减弱。我们认为这是由于为实现捐赠行为所付出的努力有助于

增强个体的亲社会倾向(Fromelletal.,2022;Lockwoodetal.,2022),但这一

倾向也因努力成本的增加而削弱。

由表5,匹配机制的存在提高了个体知情选择的概率,但会挤出个体知情捐

赠额。为分析其中的可能原因,我们计算了两个实验局中个体进行捐赠决策后

慈善组织收到的总金额,以及个体包括购买声誉信息在内的总支出,如表6所示。

与表5中数据对比可见,存在匹配机制时,被试在知情和不知情下的捐赠总额

均有大幅度提升。因此可认为个体知情捐赠额的挤出现象验证了 Huckand
Rasul(2011)的自然实地实验结果,即随着慈善捐赠本身价格变低,个体对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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匹配额在内的捐赠总额(donationsreceived)的需求增加,但是减少了不包括匹

配额在内的捐赠支出(donationsgiven)。这一现象是捐赠者对慈善品价格变化

的理性反应,也说明捐赠者的行为是价格敏感的:首先,匹配机制相当于为慈善

项目收到的总金额提供了价格补贴。其次,捐赠者的目标是慈善机构收到的捐

赠总额。因此,捐赠者在做决策时,会同时关注自己的私人支出和慈善机构收

到的总资金。最后,善款“价格”的下降会导致个体投入减少。由于匹配机制的

存在,慈善组织收到的善款的“价格”下降,引起捐赠者对善款的需求上升,产生

需求效应;然而,由于善款“价格”更低,捐赠者只需要投入较少的个人资金就能

达到想要的捐赠总额,产生收入效应(ButeraandHorn,2020)。由于捐赠者对

慈善捐赠的需求往往缺乏价格弹性(HuckandRasul,2011),导致其收入效应

占主要地位。因此,尽管捐赠总额增加,但捐赠者会减少个体的实际捐赠额,以
获得“价格”下降带来的好处。

与此同时,不知情情况下捐赠总额的提升幅度高于知情捐赠总额提升幅

度,这是因为虽然知情捐赠时被试的支出总额更高,但是此时被试的支出中有

一部分为知情成本。

表6 存在匹配机制的总捐赠额

实验局 信息成本 匹配机制 声誉信息
捐赠总额

(元)

相较于无匹

配时的提升

幅度

支出总额

(元)

I5 1元 有

有
6.123

(10.189)
42.13%

4.062
(5.095)

无
5.528
(7.531)

136.04%
2.764
(3.765)

I6 0.5元 有

有
8.515
(9.213)

59.94%
4.758
(4.607)

无
6.159
(7.796)

104.55%
3.080
(3.898)

  注:括号内数值为标准差。

综上,可得结论2。
结论2 信息成本较低时,被试的知情捐赠额和捐赠比例更高,匹配机制的

存在使这一效果更加显著,同时,若个体为信息付出成本,其捐赠意愿会提升。匹

配机制的引入提高了个体知情选择的概率,但是对个体知情捐赠额存在挤出效果。

(三)慈善组织声誉对知情捐赠的影响

我们对不同声誉情境下的捐赠比例进行分析,结果见图1。首先,考察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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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在高低声誉组织中的影响:在信息免费时(I1和I2),高声誉组织获得的捐

赠比例显著高于低声誉组织(p=0.061),该差异随信息成本引入(I3和I4)而消

失,表明高声誉信息带来的正向激励在无信息成本情境下具有主导作用,但被

信息收费引发的反向效应所中和。其次,匹配机制的引入(I5和I6)导致不同声

誉组织间捐赠比例趋同,这印证了结论2,即虽然匹配机制能够增加慈善组织收

到的捐赠总额,但会产生外生激励对个体内生偏好的挤出。
进一步观察发现,相对于无声誉情况,存在信息成本时高声誉组织获得显

著更高的捐赠比例(I3:p=0.019;I4:p=0.001),说明高声誉信息带来的正向激

励在声誉信息付费情境下仍能保持部分有效性。但引入匹配机制后(I5和I6),
高声誉组织仅在低信息成本下获得显著更高的捐赠比例(I6:p=0.065),进一

步证明匹配机制的外生干预可能削弱声誉信息作用效果。①

图1 不同声誉下被试的捐赠比例

综上,可得结论3。
结论3 慈善组织的声誉和捐赠比例之间呈正相关关系。该现象在高信息

成本下被削弱,且随着匹配机制的引入,这一现象进一步增强。

五、政策建议与研究局限

本文通过实验方法研究信息成本的存在和大小及匹配机制的引入对个体

知情捐赠选择的影响,并进一步剖析了慈善组织声誉信息在捐赠行为中的调节

作用。基于研究发现,提出如下政策建议:第一,构建多维度第三方评价体系,

① 关于个体慈善产出感知的补充分析可见附录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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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发布声誉榜单,强化声誉的正向激励效应,引导公众精准捐赠;第二,利用

大数据、区块链等数字技术破除“信息壁垒”,构建数字化公共服务平台,全方位

降低信息搜寻成本,减轻捐赠者的不确定性焦虑;第三,实施差异化行为助推策

略,将匹配机制与组织声誉深度耦合,针对不同声誉等级制定个性化激励方案。
通过优化信息供给与技术赋能,提升三次分配效率,实现捐赠者效用与社会福

利的双重增长。
总体来说,本文在实验室中综合探讨了影响个体知情捐赠的不同因素,是

对影响我国个体小额捐赠理论认知的有效补充,尤其是在当前国内群众普遍缺

乏对慈善组织信任的背景下,推动个体小额捐赠的实施具有积极作用。本文结

论仍存在一些局限性,本文仅侧重于使用已有的关于慈善组织的声誉信息,后
续可围绕慈善组织声誉的自然形成与慈善组织信息的披露这两种既相互关联

又有所独立的机制,从慈善组织声誉的形成过程着手,针对声誉对慈善组织行

为的约束进一步推进个体知情捐赠相关的研究,并纳入更多、声誉跨度更大的

组织来丰富被试的选择集,以进一步验证和强化本文的发现。此外,未来也可

以根据不同的实验目的和政策目标,采用更丰富、更精细的匹配比例设定,以进

一步探究适配于不同情形的最优匹配比例及其对知情捐赠的差异化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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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PositiveImpactofInformationCostsand
MatchingMechanismsonIndividual

InformedDonations

LUOJun YULubing LINYanqing*

(ZhejiangUniversityofFinance&Economics)

Abstract:Basedonthetrade-offbetweeninformationvalueanditsacquisitioncosts,we

experimentallyinvestigatehowinformationcostsandmatchingmechanismsinfluenceinformeddo-

nations,markingthefirstattempttoverifythefacilitatingroleofmatchingmechanisms.Re-

sultsindicatethatinformationcostsarenegativelycorrelatedwithinformeddonationchoices,

whilepayingforinformationenhancesdonationintentions.Althoughmatchingmechanisms

increaseinformedchoiceprobabilityandamplifytheimpactofinformationcosts,theyexerta

crowding-outeffectondonationamounts.Additionally,matchingmechanismsstrengthenthe

positivecorrelationbetweencharityreputationanddonationratios,mitigatinghigh-costin-

hibitoryeffects.Thesefindingsprovidepracticalinsightsforenhancingpublictrustanden-

couragingsmall-scalecharitablegiv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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